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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
 

 

施 展**
 

————————————————————————————————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依托于既存的世界秩序这一外部约

束条件，并与世界秩序之间会有相互构成性的关系。通过对近代以来政治哲

学、历史过程以及世界市场内在运行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秩序与区域

秩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在这方面的不同运行逻

辑。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有着较为完整的政治哲学论证

以及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美国的生存原则，其所主导的秩

序却无法有效覆盖亚欧大陆的内部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覆盖，需要有海

洋化的大陆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同时也伴随着对于

相关各国的重新定义。“一带一路”战略在这样一种思考视域下会获得其历

史哲学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世界市场  政治空间观  均势  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5) 03-0003(17) 
 
 

“一带一路”战略是近期的热门话题，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都表示了高

度的兴趣。但是浏览一下各种讨论，会发现多数是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展开

的。“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倘不能提升到一个历史的高度来理解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

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一

带一路’战略与上海发展重点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GR-13）的阶段性成果。 
**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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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其意义便难以真正地呈现出来——所谓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并不是指

回溯到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而是要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对“一带一路”

战略与世界秩序的演化逻辑之间的可能关联，作出内在分析。 

本文便是要在这样一种角度展开讨论。文章会尝试分析当今世界秩序的

内在机理，以及其软肋所在，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带一路”战略可能具

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美国主导下的当代世界秩序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要从世界秩序谈起，因为任何战略都不是凭

空、而是要在一个外部约束环境当中来展开的，不理解外部环境，便难以理

解该战略本身。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是个经济方案，必须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世

界市场①  当中落实其可行性。卡尔·波兰尼曾经提到现代世界的一大特征，

就是“脱嵌”。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

法落实；所以政治—法权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也必须得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

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讨论“一带

一路”战略时，绕不开的约束条件。 

当代全球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但它却不仅仅是美国的，而是超越于

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单个国家之上的普遍秩序。它以世界市场作为其 基本

的约束条件；以国际安全秩序提供 根本的保障；以全球几大经济组织为世

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权架构，约束、引导着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

这些法权架构又伴随着现实的国际商品、资本的流动过程而缓慢地调整着自

己；国际价值观体系则为前述所有这些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以及作为外在的

衡量标准，国际舆论依此对于现实状况加以评判。 

放大一些历史纵深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秩序，

                                                              
①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

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

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参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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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主导的，它在缓慢变迁着，但是变迁中却总

是可以看到类似前面所说的一种超越于主导国之上的普遍秩序特征。一直持

续到 20 世纪前半段的英国主导阶段，嗣后的美国主导阶段，皆是如此。期

间曾经有几次大陆国家对于这一秩序的反抗，包括拿破仑法国通过大陆封锁

对抗英国、德国对抗英国、苏联对抗美国等，但其结果都是反抗者被主导者

所主导的秩序所包围，而从未发生过主导者被包围的情况。 

问题是，为什么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与苏联的经互会体系都是一种自我封

锁，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于对抗者的封锁却成为世界对它的封锁呢？仅

仅用军力的强弱或得道、失道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

机理，那就是，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建设历程及不同的法权

叙事结构，它们带来了大不相同的政治空间观、不同的财政汲取手段，以及

国家与市场间的不同关系，从而其在内政、外交的贯通性上，以及其政治行

为与世界市场的协调性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两种政治空间观在 1648 年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开始显现。

一种空间观是欧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多元并立的非连续政治空间。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法的

主体。格劳修斯（Hugo Grotius）在其指导着威斯特伐利亚诸条约的巨著《战

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为了使战争具备万国法所要求的形式，必须具备两

个要件：第一，它必须是双方基于国家主权权力进行的，第二，它必须附带

一定的形式。”①  格劳修斯力图通过对战争之正当性的论证，来克服中世纪

以来的无序混乱状态，要为战争确立规则，从而为和平找到前提。在这个体

系中，主权国家与战争是共生的，或者说是相互规定的，法权主体为主权国

家，世界由多个对峙的实体构成，形成一种割裂的空间。各国的法律“是来

自国内权力的。国内权力就是指国家的主权权力。”②  个体的权利以主权权

力为前提。这与此前欧陆思想家所构造出来的主权学说相匹配，是对于欧陆

诸多主权实体这一现成事实的法权认可与规范。 

                                                              
①  [荷]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第 83 页。 
② 同上，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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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空间观是海洋上以个体自然权利为基本单位的连续性政治空间。

在主权国家关系之外，格劳修斯还提示出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即主权并不

是覆盖全球的。“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①  因为不同于陆地，

海洋无法被占有，而占有是主权存在的前提。海洋分隔开了大陆与大陆、国

家与国家，格劳修斯进一步提出，“我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

则，其精神不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与另一民族自由地交往，

并可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②那么，作为全球贸易所必需之通道的海洋，就

不能服从主权国家的管理原则，而应依照自然法来进行管理。“自然法是正

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

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③  各国主权权力所颁定的国内法

律在此失效；人类在海洋上所拥有的是自然权利，这包括出于自然理性而非

主权意志的自由权、财产权④  等等，这些权利的主体是无差别的人类个体。

所以，海洋秩序与无差别的人类自由（权利）是天然结合的，海洋的自由本

性同时也就意味着秩序的个体性基础。这是一种区别于陆地上的主权国家秩

序的海洋自由秩序，其所构造出来的是一个连续的、无差别的均质空间，以

全球为单位，国际法权依托于个体以及个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诸种共同体而存

在。 

这样一种连续性的空间秩序并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割裂性的欧

陆主权国家秩序。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通过普通法实践理性构造出来，国

家在其叙事结构中表达为一种司法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实体。在

其顶层内蕴含着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普遍性取向，在其底层则是通过陪审团

个案个议的方式，将权利落实到个体与个案上来理解，恰与追求连续空间与

个体自由的海洋秩序相匹配。在美国国际政治学者鲁杰看来，海洋秩序是超

                                                              
① [荷]格劳修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3 页。 
② 同上，第 9 页。 
③ [荷]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第 32 页。 
④ 格劳修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在财产权被引入之前，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他所发现没

有被占有的任何东西；在法律被制定之前，每个人都有权通过武力报复其所受到的人身

伤害。”（《战争与和平法》，第 35 页）自然法之下人们可以有某种对于人与物的权力，但

它与成文法意义上的那种财产权和自由权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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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于单个国家之上的多边秩序 早的起源，①  这种所谓超越，会使得规则超

越规则制定者，消解掉主权的硬度，使得在某种意义上去国家化的一种普遍

秩序、亦即连续空间成为可能。 

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陆传统的非连续性陆地空间观，其思考

是国家—政治本位的，主权的意志决断是基础，主权者的垄断暴力为其提供

支撑；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连续性海洋空间观，其思考则是个体—法律本

位的，规则的一般实施过程是基础，贸易的广泛扩展为其提供支撑。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政策 终都要通过某种财政方案获得落实，而其

财政方案又是基于该国具体的经济状况的。但一国的经济状况却不是这个国

家自己的政策能够直接控制得了的，它基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与世界经济

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运转。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内政，面对着一个非常硬

的外部约束条件，就是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却又是超脱于任何国家的控制

力之外的。世界市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 大的“自生秩序”，在其中活动着

的既有国家，也有个体。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为自己所认定的利益而努力着，

但是所有的活动都会在一个超越于所有人、所有国家之上的网络当中才得展

开。于是，其结果便无法事先预料与规划。因为对于特定的行为主体而言，

其他主体的行为是在自己的规划能力之外的，而后者的行为恰好成为前者行

为的外部约束条件。 

相应地，这也就要求，对于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来说，其诸种政策制定

与战略规划，必须与世界市场的运转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从而使得它

们在内政层面的各种政策都与世界市场的变化近乎同步地波动，其外交政策

也就能够依托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形成前述的对于

对抗者的包围。 

对主导国来说，这样一种与世界市场的契合关系，一方面在政治空间观

上需要前面所谈到的那种合作式的、连续性的海洋空间观，而非对抗式的、

断裂性的陆地空间观。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基于特定的法律技术而衍生的政

策生成机制。 

                                                              
① 参见[美]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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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由于其政治思考规则是个体—法律本位

的，因此其国家利益便不是可以预先定义出来的，而是其社会内部各种各样

的微观力量、利益、矛盾等等彼此冲突博弈磨合出来的，每一次的磨合结果

都被识别为当下的国家利益。磨合过程需要一个共通的规则平台，就是普通

法法律平台，同时其 高层面的博弈，体现在国会的辩论当中。各种利益集

团都可以去雇佣院外游说公司去替自己游说国会议员，使得自己的利益在议

会当中得到表达。①  游说公司可以受雇于任何人。而作为主导国，其经济利

益遍及全世界，世界市场上的各种声音都可以通过游说的方式而在主导国的

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发声，使得政策的生成反映着世界市场的变化；同时，外

国政府也可以雇佣游说公司来做游说，这种游说也要参与到其他各种力量的

辩论、博弈过程当中。这就使得主导国——在今天就是美国——的政策生成

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其他国家的政策在内。这些政治过程便近乎是对于

世界秩序的一种模拟，美国的内政、外交因此便是打通起来的，并且对于世

界市场的变化有着 敏感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

国存在的 根本的原因。 

当然，由于这种主导国的政策生成机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经常是

走后手棋——不是它刻意地要走后手，而是其政策生成过程中独特的“刺激

—反应”机制，使得其政策的变化很多时候是以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为前提

的，从而在其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时，往往显得应对很缓慢、笨拙。但只要

给定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则其应对又一定是恰如其分的，在比拼耐力的过程

                                                              
① 参见[美]奥恩斯坦、埃尔德：《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定》，潘同文、陈永易、

吴艾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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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落实自身的主导地位。① 

 

二、断层国家的困境与海洋国家的不足 

 

从其政治—法权逻辑上来说，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普世取向的。但在

迄今的现实世界当中，它却无法普遍地覆盖到所有人。 

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尼特在 21 世纪前十年里相继出版了两本姊妹

著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②和《大视野大战略：缩

小断层带的新思维》③，在书中提出了理解世界秩序的一种新视角。巴尼特

将世界分为两种国家，一种是由充分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的“核心国家”

构成，包括西欧、北美、日本等“老核心国家”，以及“金砖四国”、东欧国

家等“新核心国家”，这些国家的内部规则与正在出现的全球性的民主规则、

法治以及自由市场接轨，从而可以保证产品、资本、信息、人口等的有序流

动。另一种国家则是由未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断层国家”构成，它们集

中在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诸国，在那里，几

乎一切都与核心国家相反。一个国家究竟属于核心抑或断层，与意识形态抑

或政体无关，只与其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有关。 

基于这种思路，巴尼特绘制出以下“五角大楼的新地图”。 

 

                                                              
① 比如人们曾经批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对于二战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情

境还原到局中人的位置，则张伯伦的政策实际上正是反映了各种微观博弈的均衡结果，

也反映着当时英国人的普遍心态。在德国还没有真的燃起战火的时候，英国的政策生成

机制不会做出超出刺激力度之外的反应，于是看起来英国对于德国的应对便是极为笨拙

而又迟缓的。但我们更应看到，一旦德国真的发动了战争，刺激力度陡然提升，则英国

也能迅速地选择出丘吉尔来形成新的应对政策；一俟德国失败，则丘吉尔又被选下了台，

反应仍然是与刺激相匹配的。在人们感叹英美总能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

位置上的时候，也必须看到，丘吉尔与张伯伦，不过是同一体制面对不同的世界环境时

的两种呈现而已。颂扬丘吉尔的伟大抑或贬斥张伯伦的糊涂，都不是对于英国体制的恰

当理解；赞美其应对的得当，便必须接受其应对的缓滞。 
② [美] 托马斯·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王长斌、汤学

武、谢静珍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年。 
③ [美] 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孙学峰、徐进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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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尼特绘制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 

作者注：图中虚线框定部分为断层地区，虚线以外部分为核心地区。 

 

通过自己对于世界的新划分，巴尼特建立了在根本上区别于冷战原则的

新战略。他认为：未来世界真正的威胁在于断层国家中隐匿的极端势力与恐

怖组织，它们想要使得断层国家永远隔绝于全球化的世界，方法就是通过各

种恐怖活动来打击核心国家，以及威吓断层国家的居民。那么，美国的战略

就应当是努力帮助断层国家融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来。其方法就是要帮助断

层国家建立有效的政府，形成明确的、与全球秩序接轨的内部规则，吸引资

本的流入，实现断层国家与全球化地区在政治、经济、安全秩序等方面的全

面融合，从而掏空极端势力的生存土壤。 终“要把‘我们人民’变成‘我

们这个星球’。”① “我们这个星球”这个说法，便是对普世秩序的一个绝佳

隐喻。 

对照这个“新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的地区，基本

                                                              
① [美]托马斯·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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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断层国家，尤其是“一带”，覆盖了差不多整个中亚地区，这是亚欧

大陆的 深处，世界上离海洋 远的陆地。而这块地方，正是美国推动的普

世秩序 难以有效落实的地方，或者更准确点说，亚欧大陆深处的秩序建构，

超出了美国这个海洋国家的能力范围。事实上巴尼特也明确承认，建设“我

们这个星球”这一工作不是仅凭美国一家便能够完成的。 

要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还得再回到对于政治空间的讨论。前面谈到过

的非连续性的陆地空间观与连续性的海洋空间观，会进一步导致两种不同的

财富积累与财政汲取手段。① 

对陆地国家而言，陆军和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其生存的关键。陆军因

自卫或征服而生，以对土地的有效占领为制胜原则。在历史上，绝对主义国

家的中央财政则是以对土地和农民的强制，以及对城市特权的售卖，来汲取

财政资源的。农业生产天然地分散经营，这就必须有大量的官员来完成税赋

征收，从而强化了其中央集权机构，这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政治提供了制度基

础。后来的陆地强国，是以制造业为主导，而不像海洋国家一样同时也主导

着国际金融秩序。制造业是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区域性集聚为前提的，基

于非连续性政治空间观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会太过影响制造业的效率。金融资

本则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倘是民族主义政治，则无法有效地主导金融秩序。

对民族主义的陆地国家来说，陆军的行动是纯消耗的，经济过程与军事手段

并不足以互为促进，需要中央集权机构高效地完成财政汲取来支撑军事行

动。这就带来一个后果：陆地国家的财政半径以中央集权机构的效能半径为

前提，其军力控制半径不可能大大超过财政半径，因此陆地国家所能有效调

动的资源、其政治意志的有效范围一定是有限的，无法扩及全球。 

对海洋国家而言，海军和海外贸易是其生存的关键。海外贸易所需即海

上航线的畅通，此亦海军的制胜原则，于是海洋国家的经济过程与军事手段

互为表里。②海外贸易就是商业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它们是天然地具有

                                                              
① 下面对于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之差异的叙述，是一种纯理想型的叙述，真实的历史过

程要比这复杂得多，这里不过是为了指出一些关键的原则性差异而做的极简化处理。 
② 斯密便曾经说过，“通过扩展殖民地渔业来增加我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力量，似乎是我

国议会经常怀抱着的一个目的。”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年，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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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取向的，不依托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和土地，与农业和制造业大不相同。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海洋国家的普遍性特性，与这些经济、军事特性在原

则上是同构的，可以相互促进。海军也需要很大的财政支撑，在近代早期的

历史上，大规模的远洋贸易是海洋国家的重要税基，特许公司经营权的售卖

是早期海洋国家的另一个重要财政来源，东印度公司之类的特许公司与远洋

贸易又是互为促进的。这两种税赋易于征收，无需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便可

实现，①  因而在其开端处便不会像陆地国家那样生成民族主义所必需的制度

基础。远洋贸易及特许公司往往是私人性质的企业或团体来完成的，它们在

大海上顺应格劳修斯所提出的海洋自由主张，是自然权利之运用的现实体

现。这一切都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海洋国家的财政半径不以中央集权机构的

效能半径为前提，而以国民自由活动的范围为前提。国民的商业和金融资本，

其本性原则上是要以全球为单位的，于是海洋国家的军力半径原则上来说便

是以全球为单位，其财政原则可以支持这样一种军力半径。 

由于前述的海洋国家之政治叙事传统——法律高于政治，从而原则上来

说，这样一种全球军力覆盖并不以本国的政治意志之强力推行为目的，而以

一种普遍规则的维系为目的。这种普遍规则直接表现为全球的自由贸易规

则，19 世纪的大英帝国就是这种自由贸易规则的推动者与执行者，② 到了

20 世纪，则是由继承了英国地位的美国来推动这一秩序。 

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海洋国家主导的普遍规则的全球性特

征，都是“原则上”的。在现实当中，该普遍规则的覆盖范围，必定与海洋

国家的贸易、金融活动的覆盖范围直接相关。海洋国家建立秩序的努力也难

                                                              
① “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个从帝国俄罗斯到荷兰共和国的连续体，从俄罗斯成长出臃肿

的国家机构来从庞大的但没有商业化的经济中谋取武装人员和军事资源，而荷兰共和国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军、拥有在由城市为主的省份临时批准基础上的自己的武装力量、

容易从海关和国产税上收取税款，而且从来不需创立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在这两者之

间，我们可以放入像法国和普鲁士的例子，在那里，国王们有权利用农业和商业资本主

义，但是为了获得对其军事活动的支持，不得不和强大的地主们讨价还价。从长远来看，

军事对人力、资金和供应的需求增长如此之大，以致统治者们也要和大多数人口讨价还

价。”参见[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魏洪钟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第 105 页。 
②  参见 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14-19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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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出此范围太多，否则会超出其财政能力，违背其自身的生存原则。 

也就是说，海洋国家欲图主导的是一个普遍秩序，但是由于海洋国家特

定的财政约束，该秩序却无法以它为主导而深入到亚欧大陆的腹地深处，从

而在事实上又成为非普遍的。从 19 世纪后期的英俄中亚“大博弈”，即可看

出这一点。主导世界的英国将阿富汗变为自己事实上的保护国，但它自己的

力量却局限在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中亚秩序就留给沙俄和大清来处理了。

冷战时期的中亚是由苏联来掌控秩序的，但苏联的陆地空间观，使得它无法

有效应对世界市场，而只能通过经互会的模式来拒绝世界市场，这种经济方

案反过来强化了其陆地空间观。对世界市场的拒绝会带来严重的伦理与财政

压力，无法长时间持续，苏联 终解体。但解体后的中亚，美国也并未实质

性地进入其中来主导秩序，除了它要顾虑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反应之外，更根

本原因还在于，深入中亚在根本上违背其财政逻辑。美国对于阿富汗的战争

只是个特例，但财政逻辑的约束决定了它不会在此地持久地存在， 近美国

筹划的从阿富汗撤军便已说明了问题。 

于是，后冷战时代的中亚便陷入断层状态，这有多重原因：第一，由于

地缘上的特征，使得中亚难以凭借自己之力有效地融入世界秩序，而必得依

仗外力，但是外力或因其生存原则（如美国）、或因其自身的经济特征（如

俄国）而无力提供融入的路径，又或因其战略模糊而未曾意识到此种需要（如

中国）。第二，中亚的绿洲地理，使得其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就是能源产业，

但是能源产业获得的巨额财富，倘不能通过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转化为一般

国民的福利分享，则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分化，从而引发社会问题，这正是中

亚所面临的现实。第三，这些社会问题在激进主义教派的解释下，会被转化

为一种对于既存世界秩序的敌视，从而构成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

这会令中亚越发困于断层状态之中。实际上，这种演化在苏联统治的后期便

已开始出现，如今愈发具有更大的动能而已。① 

而世界秩序的稳定是不能脱离开中亚秩序来考虑的。一方面，任何人都

                                                              
① 在国内几个期刊网上检索“中亚”、“极端主义”几个关键词，可以见到大量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多的实证思考。但是既有的研究多还是就中亚来论中亚，未能将

视野展开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这是其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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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享有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普遍秩序所承诺

的，倘若它始终不能覆盖中亚，则将彻底堕入虚伪当中，限于自我否定的逻

辑。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活动也不会自我局限在特定的地方，而是以全球

为单位的，倘若中亚秩序不能安定，则外部世界的秩序也必定无法真正地获

得安定，本·拉登 终落脚于中亚便是一个例证。而美国擒杀本·拉登，对

打击恐怖主义而言只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且由于其在中亚的撤

退，很可能会带来的混乱，更坐实了前面所说的外部世界对其所主导的秩序

的虚伪性的指责。 

所以，中亚正是亟待重建的大陆秩序的轴心地区，它是世界秩序这个木

桶上的短板。而任何安顿中亚秩序的努力，倘不依托于世界市场，则该努力

在财政上便是不可持续的。海洋国家主导着世界市场，却无法主导中亚秩序

的建设，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则无法真正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一整套可行的方

案。有可能担负起此种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大陆国家，但又必须是一个超越

了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我们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个海洋化了

的大陆国家，它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并积极地作为世界市场之自生秩序演

化当中的能动性要素来活动。只有这样，中亚秩序的建设才有可能获得一个

可欲又可行的路径。  ① 

“一带一路”战略，就其在大陆方向上的努力而言，在此种视野下，才

能真正揭示出其历史意义。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前面述及的需要海洋化的大陆国家，就是中国。所谓海洋化，是指中国

需要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基于此而定位自己的内政—外交战略；同时，

在对世界市场的深入参与中，获得各种战略的财政基础，使战略本身成为可

行。 

                                                              
① 于此可见，所谓陆地国家抑或海洋国家，并不单纯是指其地缘状况，同时更是指其国

家的世界秩序观。所以，即便是岛国，也可能是个陆地国家，比如二战前的日本；即便

是位于大陆，也可能是个海洋国家，比如 16、17 世纪的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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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实际上在 19 世纪后期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19 世纪后期的

陕甘回乱之际，阿古柏也进入了新疆，这个时候差不多整个西北都已经脱离

了大清的管制，喀尔喀蒙古一时也岌岌可危。60 年代中期，左宗棠开始谋

划平定西北，而大清国库空虚，军费不足。在历史上，每当遭逢此大乱，朝

廷拿不出军费，西域也就脱离而去，汉唐故事皆是如此。但是在晚清，东南

方面海上贸易力量的到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朝廷批准左公在 1867 年向

通商口岸的各大洋行贷款以充军费，以关税作为抵押，筹得款项安定了陕甘

局势。1877 年，左公再向汇丰银行贷款，仍以海关关税为抵押，汇丰银行

则向社会发行债券以筹措向左公提供的贷款，依凭这笔贷款，又击溃了阿古

柏政权，安定了新疆的局势。
①
可以想象一下，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基于东南

海疆贸易的融资手段的出现，则西北必将不保；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海关的存

在，融资的成本必将大幅上升，恐怕西北也将不保；而海关却是在一个英国

人赫德的掌管之下才高效率运转。 

这一系列条件，都提示着我们，在海洋时代，作为传统的大陆国家的中

国，必须通过海洋秩序汲取力量才能够稳定中亚。传统的大陆秩序与海洋秩

序需要以一个开始向海洋转型的大陆国家作为中介，中亚秩序才能得以安

顿，整体的世界秩序才能得以完成。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

当时的历史所揭示出的世界秩序之构成性特征，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 

巴尼特对于断层地区也作出过类似的思考。他提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

敌人不再是有形的国家，而是散落于无形的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它们通过

“第四代战争”来打击核心国家的力量。因此，未来的军力安排应分为两个

部分：一部分用来打垮支持极端势力的无赖国家的战争力量；另一部分则是

在铁血战争结束后，用来帮助建设新国家、引领其步入全球化的和平力量。

后一部分力量的基础仍是军力，但它实际上更多地类似于一种警察力量。于

是，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新核心国家”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巴尼特说，

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去打赢战争，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设和平。“我们必须

                                                              
①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下卷)，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64-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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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断层带内地理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命运。”①  新老核心国家应该携手合作，

由美国提供铁血部队打败无赖国家，由新核心国家来提供宪警部队，支持对

其的改造。“老核心国家推动了新核心国家的起航，未来很有可能是新核心

国家推动断层国家的起航。”②   

中国之所以成为巴尼特意义上的“新核心国家”，正是由于中国于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这标志着作为大陆国家的中

国再度转向海洋视角，中国因此而实现了迅猛的经济崛起。此一过程带来了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以这种方式拉动了以非洲为代表的断层国家

在 21 世纪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断层国家新问题的出现，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  

极端主义无法为现实问题提供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的出现却揭

示了一个事实，即一种在当下框架内无法获得有效化解的普遍怨恨的存在。

为什么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秩序，却会在断层国家诱发无法化解的普遍怨恨

呢？原因在于，美国所主导的普遍秩序，是以形式正义作为其基本追求的，

因为只有形式正义才能让各种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找到共存的基础。但是由于

美国独家垄断了对于这一形式正义秩序的执行权——既包括它在安全层面

上的各种单边行为，也包括其在经济层面上的垄断性如 IMF 的否决权等—

—这种垄断地位使得它能够有一些自利的行为掺杂进来，从而导致形式正义

之下蕴含着一系列的实质不正义。这是当下的一种制度性矛盾，是诱发普遍

怨恨的原因之一。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实质不正义，使得形式正义真正地成

为形式正义，或者说，让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终形成一种合题呢？ 

这需要通过国际政治当中的均势才有可能实现。问题是，何种意义上的

均势呢？在 19 世纪欧洲列强之间曾经有过一种均势结构，英、法、德、俄

等国通过不停地变换结盟关系来寻找势力均衡。对它们来说，寻找到均势结

构就是其终极目的，没有什么超越于均势之外的秩序可以追求。但在 20 世

纪中期、尤其在冷战以后，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均势的可能性，那就是，在

承认普遍秩序的基础上，在其执行机制层面形成一种均势。此时的均势只是

                                                              
① [美]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第 198 页。 
② 同上，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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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的，它为普遍秩序而存在，这是与 19 世纪均势的根本区别。但新的

均势也必须以实力的对冲为基础，这又是与 19 世纪相同的地方。尽管美国

在当下垄断着对于普遍秩序的执行权，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由于其

生存逻辑，美国的执行权在有些地方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

执行权的垄断便无法避免美国的自利行为，这反过来会使得其所推动的普遍

秩序的公共性受到伤害。倘若在执行机制的层面上形成了势力均衡，令任何

单个国家的自利行为能够在此结构中受到有效的约束，便有可能使得所有这

些大国的自利行为 终达成类似于亚当·斯密所讲的：每个国家在追求自身

利益 大化的过程中增进了国际社会的福利。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近期在国际政治上引人注目的一些事情：无

论是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金砖银行、亚投行等，还是美国的各

种活动，如推动 TPP、重返亚太等，再比如日本或俄罗斯等的活动，所有这

些活动都是各国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推动的，同时所有这些活动也都是在

作为“自生秩序”的世界市场以及国际政治互动当中展开的。自生秩序的一

个根本特征就是如哈耶克所说的，是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之 终结果，都不会按照它

初的设想展开，因为它始终要面对其他国家所形成的外部约束条件。在各种

约束彼此互相冲突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达成某种新的势力均衡的过

程逐渐展开。如果从一个短时段来看，均衡的过程可能会呈现为各国之间的

关系不友好或过度友好，诸如近期所看到的中日关系、欧俄关系、中俄关系

等，而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的话，所有这些看上去不友好或者过

分友好的行为，都只不过是要达成执行机制层面的均势所必需的历史过程而

已。而这种均势达成的结果便会是前面谈到的——普遍秩序的公共性进一步

得以浮现。 

巴尼特也意识到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在前

述的新老核心国家合作的过程当中，要积极地把制定规则的程序向新核心国

家开放。全球化进程就像一列火车，“旧核心国家要引导，断层国家要跟随，

但是必须由新核心国家掌握节奏，使得整列火车保持完整。”① 

                                                              
① [美]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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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其实际的展开过程，因国

际政治的博弈与互动，也许会与人们起初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在此过程当中，中国的活动逐渐推动着世界秩序的普遍化，克

服现有国际秩序的形式正义之下掩盖着的某种实质不正义，从而 终真正实

现超越单个国家之上的普遍秩序，增进国际社会的普遍福利。 

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哲学意义。 
 

【Abstract】The launch of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not only relies on 

external constraints of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but also has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order. Through analysis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historical process and internal logic of world market, we can observ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 order and regional order, together with 

different logics of maritime countries and continent countries as well. The global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S. as a maritime country, h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political philosophy demonst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security and 

economy.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U.S. principle of survival, its global order 

cannot effectively covers internal regions of Eurasia. Effective coverage of these 

areas requires maritime continent countries to appear. This process will redefine 

world order, along with redefinitions of relevant countries. From such 

perspective,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will obtain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 World market, Concept of political 

space, Balance of Pow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Аннотация】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тегии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внешн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а также 

выстраивает с мировым порядком взаимо-бразовывающ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анализа внутренней операционной лог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развития истории и мирового рынка,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слож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мировым порядком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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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а также различную операционную логику морских 

и сухопутных держав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й 

морской державой США, обладае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цело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ргументацией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механизмами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т.д., однако принцип 

выживания США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им эффективно охватить внутреннюю 

область Евразии. Эффективный охват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существлён сухопутной страной с развитым морским сообщением. Такой 

процесс приведёт к пересмотру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а также будет 

сопровождаться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м характер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стран. 

Стратегия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в таком образе мышления приобретёт 

своё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Мировой рынок, 

Концеп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Баланс сил,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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